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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风俗化人名的修辞意义
 
许祖华 潘 蕾

摘 要:鲁迅小说中风俗化的人名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数字人名,一类是拟音人名,还有

一类是与绍兴地方掌故有密切关系的人名。这三类人名,不仅具有鲜明的风俗化特征,而
且其艺术修辞的特征和效果,还从一个特殊的方面显示了鲁迅小说这个海纳百川的艺术

世界的个性色彩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和情感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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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取名时,鲁迅曾说,为了免除一些人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

见”,他往往采用最简单的方式,或从《百家姓》上的最初两个字为人物取名,如《阿 Q正

传》中的“赵太爷”、“钱太爷”;或从“描红字帖”上随意拿下几个字作为人物的名字,如“孔
乙己”;或根据中国历法的天干地支为自己虚拟的人物命名,如《奔月》中的女辛、女乙、女
庚等。也许是出于同样的目的,鲁迅还有意依据越地绍兴取名的习俗,给自己小说中的人

物冠以九斤、七斤、阿毛等人名。如果说前几种为小说人物命名的方式,仅仅只具有避免

“谣言家”穿凿附会的功能的话,那么,鲁迅依据越地风俗为小说中人物的命名,则不仅有

效地塞阻了“谣言家”的口实,而且在成功彰显小说地域特色的同时,产生了意味深长的修

辞效果,这些修辞效果正是鲁迅小说艺术性的一个特殊方面。

一、数字人名的语用修辞效果

鲁迅小说中有些人名是用数字来称谓的。这种命名方式,与绍兴地区的风俗密切相

关。在绍兴的风俗中,用数字给人取名,一般有三种惯常的习俗:或按照孩子出生时的体

重取名,如《风波》中“九斤”、“七斤”;或用婴儿出生时祖父的年龄命名,如《离婚》中的“八
三”和《社戏》中的“六一公公”;或按家族男丁的排行取名,如《离婚》中的“庄木三”、“七大

人”等。
绍兴这种以数字为取名依据的风俗,或表明了某种纪念意义,或表达了祝愿祖孙健

康、长寿的意思,或曲折地隐喻了家族兴旺发达的意思。总之,其价值取向都是善良的。
也许正因为这种风俗包含了绍兴地区人们善良的企望,所以,这种用数字取名的风俗一直

延续到今天。鲁迅的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的取材,很多都与自己的故乡绍兴有关,他依

据这种习俗为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取名也在客观上反映了故乡的普遍风俗和与之相伴的普

遍社会心理。小说所采用的修辞手法与绍兴传统的手法一样,即“纪实”的手法,这种纪实

的手法,在中国传统修辞学中也就是“赋”的手法,“赋”这种修辞手法的最突出特点及效果

就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①即写实与“直言”。这种修辞手段及所获得的效果,不

①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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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十分形象地凸现了鲁迅小说与民间文化的密切联系,而且也从一个特殊的层面显示了鲁迅小说这个

海纳百川的艺术体的美学意义和个性风采。
鲁迅小说中这些具有鲜明风俗色彩的数字人名的语用修辞效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构成

人名的语言单位;一个是话语组合。
就构成人名的语言单位来看,这些数字语言单位作为指称人物的符号,在语言体系中其性质是等价

的,都具有别的语言单位无法替代的指称功能,如八斤就无法替代七斤的指称,反之也一样,它们的语用

价值也不存在高低之分和良莠之别,在语用功能上都能较为客观地传递某种信息以及与这些信息相关

的某种心理内容和良好的主观愿望。毫无疑问,鲁迅在小说中用数量词为这些人物取名的时候,也是依

据当地的风俗习惯进行的。不过,鲁迅在叙事的过程中,立足于这些以数字为名的人物的性别、身份及

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处境给他们冠以老太、大人、公公的时候,却不仅使这些人名具有了指称身份

的意义,而且巧妙地完成了这些人名的艺术化处理,形成了生动形象,同时又产生了意味深长的修辞效

果,如,“老太”、“大人”这些语言单位。“老太”这个语言单位,其本义是指上了年纪的女人,在词义性质

上仅仅只是一种年龄和身份的标志,不具有价值取向,但当这种年龄和身份的标志被鲁迅安放于《风波》
中的那个常常抱怨“今不如昔”的九斤人名之后,构成“九斤老太”的称谓,则不仅具有了某种讽刺意味,
而且也为小说艺术描写的展开和人物通过自己的言行表露自己的思想观念,塑造自身倚老卖老的性格

特征,提供了话语组合的基础。“大人”这一语言单位,虽然带着价值倾向,含有“尊敬”的意思,但当鲁迅

在小说《离婚》中将其安放在标志着排行的“七”字之后,构成“七大人”的称谓,则同样具有了讽刺意味,
也同样为艺术描写的展开和人物性格的揭示提供了话语组合的基础。而当小说的话语组合一步步展

开,数字和身份构成的人名“九斤老太”和“七大人”的修辞意义也就得到了生动的展示。
话语组合,是这些数字人名语用修辞效果的更有深意的体现。在鲁迅的小说《风波》和《离婚》中,无

论是九斤老太的话语组合,还是七大人的话语组合,不仅意味更深长,而且修辞效果也更为可圈可点,
但,他们话语组合的基础,却是以这些数字人名的语言单位,也就是他们的名字的指称为基础的。如,
《风波》中九斤老太的话语组合的基础就是“九斤老太”这个人名所标示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又正是鲁迅

能在小说中对人物言行展开真切、生动描写的艺术性依据。九斤老太之所以根深蒂固地抱定“一代不如

一代”的价值判断并只要有机会就喋喋不休地展开言说,是因为她的名字和身份表明她的确具备了如此

言说的资历———年近八旬的“老太”,是家中最年长者,辈分最高者;她“一代不如一代”的话语之所以常

常显得“理直气壮”,也是因为有她的名字所标示出的九斤的事实和她的孙子七斤的名字、曾孙女六斤的

名字所标示出的事实作为直接的证据。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六斤的确“不如”七斤多,七斤也的确“不
如”九斤重,九斤老太据此认定“一代不如一代”自然合情而合理,而鲁迅在小说中如此描绘“九斤老太”
的话语,从艺术的构成来讲,也当然顺理成章,真实可信,且生动而深刻,很充分地发挥了“赋”这种修辞

手段的功能,达到了朱熹所说的“修辞见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实也”①的艺术境界。
同样,《离婚》中的“七大人”的话语组合的修辞效果,也与其数字加身份的名字有直接关系,或者说,

鲁迅对他的话语的描绘,所依据的正是他的名字所标示的规范及义指。“七大人”这一称谓中的“七”作
为排行的数字表明,他家里至少有七个兄弟姐妹,这么多的兄弟姐妹正表明他的家族人丁兴旺,这也说

明由他来裁定与“人丁”密切相关的婚姻事宜是恰切的;而他被乡下人尊崇为“大人”的身份,又表明他有

裁定爱姑离婚事宜的资格。尽管他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实在没有让人尊崇的内容,尽管他在私下与

人交流的话语庸俗不堪,但既然乡下人都尊称他为“大人”,且是家族中排行为“七”的“大人”,他在公开

场合的话语,也就自然具有作为绍兴地区“上等人”的特点:短促而具有权威性。鲁迅在《答<戏>周刊编

者信》中曾十分明了地指出:“同是绍兴话,所谓上等人和下等人说的也并不同,大抵前者句子简,语助词

和感叹词少,后者句子长,语助词和感叹词多,同一意思的一句话,可以冗长到一倍。”②从这方面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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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转引自王力:《现代汉语讲座》,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302页。
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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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在“正式”场合的话语与他的资格和身份是一致的,也是“名符(副)其实”的,但,当名字所标示的资

格和身份与他这个人在“私下”和“公开”两个不同场合中的话语的内容和特点相互对照,其讽刺和相互

否定的意味也就跃然纸上了,名字和称谓所表示出的良好和尊崇之意,也就如泥菩萨掉入水中一样地被

消解了,鲁迅讽刺批判的意图和对这些上层人深恶痛绝的情感倾向也就直观而生动地体现出来了。

二、拟音人名主旨化的修辞智慧

在鲁迅的小说中,与绍兴风俗有关而又最有意味,最值得分析的拟音人名当首推阿Q。
之所以说阿Q这个拟音的名字与绍兴风俗有关,是因为鲁迅在小说中谈到为阿Q取名时曾如是

说:“我又不知道阿 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 Quei……我曾经仔细想:阿

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鲁迅通过阿Quei的发音推测阿Q的名字可能叫“阿桂”,这并非随意而为,而
是有越地绍兴取名风俗依据的。在绍兴的取名风俗中,有这样一种风俗:按孩子出生的月份取名。而一

年十二个月,绍兴人又分别按每个月作物生长的特性给月份命名,如,称一月为茶月,二月为杏月,三月

为桃月,四月为梅月,五月为榴月,六月为荷月,七月为凤仙月,八月为桂月,九月为菊月,十月为芙蓉月,
十一月为荔枝月,十二月为腊月。并由此给在相对应的月份中出生的子女取名为“阿茶”、“杏生”、“梅
仙”、“荷姑”、“桂香”、“蓉英”和“春芳”、“秋芬”等。再加上,绍兴人又有崇拜树神、祈祷树神辟邪护生的

习俗,特别是对一些名贵的树种,如樟树、桂树等更是崇拜有加,并将这种习俗用在了取名上。鲁迅的乳

名“樟寿”正是这种习俗的反映。鲁迅说阿Quei可能是阿桂,也是依据绍兴地区这种特有的习俗作出的

判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阿Q的名字具有风俗性,尽管鲁迅在小说中说,由于无法确认是阿桂

还是阿贵,只好按英语的规范取了英文字母Q为人物命名,也无法遮蔽其本土色彩。
如果说,从阿桂的“桂”字所标示的对象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名字的风俗特征的话,那么,从Quei的

语音修辞中则可以发现阿Q这个名字不仅与绍兴的民间文化有直接关系,具有鲜明的风俗性,而且与

鲁迅小说的主旨有深层的联系,具有艺术的独创性。
“语音是与意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①Quei这个语音也不例外。尽管鲁迅在小说中针对Quei这

一语音的“能指”特性否定了与之对应的几个具有“所指”性的汉字,但却并没有否定也无法否定Quei表

达某种意义的功能,如果从语音表达意义的角度来诠释、破译Quei的所指,这样的判断是经得起验证

的,即,Quei这个语音的意义所指与鲁迅塑造阿Q这个人物以及所要表达的思想意图有关,而能承担这

个所指功能的汉字只有一个,这就是“鬼”。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丸尾常喜在《阿Q人名考———‘鬼’的
影像》一文中曾指出:“‘阿Q’这个人物的名字的全称‘阿Quei’,实际上是‘鬼’的意思。”②即,Quei的意

义等于鬼。丸尾常喜先生如此认为,主要基于两个依据:一个是鲁迅故乡绍兴的鬼文化;另一个是鲁迅

在谈创作《阿Q正传》的目的时所说的“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③。前者关乎阿Q这一名字

的风俗性,后者关乎阿Q这一名字与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主旨。
鬼文化,是绍兴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绍兴传统的迎神赛会和戏剧表演

中,扮鬼、演鬼是常事,与鬼有关的建筑物,如土谷祠等在绍兴也屡见不鲜,迎鬼和看鬼戏,供鬼和拜鬼本

来就是绍兴的一种风俗,而绍兴人也就养成了“爱鬼”的习惯,尤其是对一种叫无常的鬼,更是情有独钟。
鲁迅小的时候,不仅喜欢看无常鬼和以鬼为主角的绍兴戏,而且,他也扮演过“鬼卒”的角色,在《女吊》一
文中,鲁迅曾说:“我在十余岁时候,就曾经充过这样的义勇鬼”④。正是因为鲁迅的故乡盛行鬼文化,而
鲁迅又与家乡的“鬼”关系密切,所以,丸尾常喜先生认为Quei就是鬼,并非全无道理。

不过,丸尾常喜先生据绍兴鬼文化与鲁迅的关系得出Quei就是鬼的判断,虽然不无道理,但在论述

逻辑上没有细致区分鲁迅对家乡鬼的认识的不同层次,即感性与理性的层次,也没有在认知逻辑上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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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国泉、罗康宁:《语言变异艺术》,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7页。
伊藤虎丸、刘柏青、金训敏:《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粹》,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2页。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3页。
鲁迅:《女吊》,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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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爱鬼、扮鬼的具体时代,因此,他也就只能从鲁迅对家乡的鬼有“好感”的角度来解说Quei等于鬼,
由此也就影响了他对与鲁迅《阿Q正传》有关的一些重要表述的判断,他简单地将鲁迅创作《阿Q正传》
的目的“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中的“魂灵”等解释为“阿Q的亡灵”,除了别的原因以外,这
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丸尾常喜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无法有效而有理地解释鲁

迅要写出思想里的“鬼”与鲁迅启蒙和改造国民性意图的关系,无法言之成理地解释一个对家乡的鬼如

此好感的鲁迅为什么却要执意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无情”地“打鬼”等问题。
不错,鲁迅在少年时代的确与家乡的鬼的关系十分密切,但少年时代鲁迅与鬼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

感性的关系,他对鬼,特别是无常鬼、女吊鬼所表露出来的好感,都是建立在这种感性认识基础上的,他
的“爱鬼”、“扮鬼”不过是少年人跟着感觉走的情感倾向的直接表露。但当他经过新文化的洗礼,将自己

昔日对家乡的各种鬼的感性认识理性化后,他发现即使是逗人喜欢的鬼,也有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价值

意义,如“女吊”鬼,虽多为女性却具有复仇性,因此他认为这种鬼“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而无常

鬼,虽多为男性,却只表现了“对于死的无可奈何,而且随随便便”①。前者负载了“会稽乃报仇雪耻之

乡”的优良传统,后者虽也让人感到可爱,却负载着国民妥协、敷衍等劣根性。正因为创作《阿Q正传》
时的鲁迅,对家乡的鬼有了清醒的认识,对各种鬼所负载的文化内容和思想内容有了自己的判断,所以,
我们认定阿Quei就是阿鬼,也就有了坚实的依据,这个鬼很显然不是女吊似的鬼,而是无常似的鬼,这
个鬼身上所负载的不是绍兴的优良传统和积极的文化精神,而是消极的国民的劣根性。如此,鲁迅要

“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的创作意图与鬼的关系也好解释了。这里的魂灵,所指的不仅仅是

阿Q的亡灵,更多的指的是负载了国民劣根性的亡灵,鲁迅要“打的鬼”也是这种负载了国民劣根性的

鬼,而不是别的鬼。小说批判性的主题与阿Q这一名字的深层联系性就在这里,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创

作意图与他别具匠心地为小说的男性主人公取名阿Q的用意也在这里。
据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丸尾常喜先生的结论:“《阿Q正传》的写法更为复杂,更具有独创性。我想

作者的独创性,首先表现在这个以阿Quei为名字的主人公的设置上。”②以阿Quei为名字的主人公的

设置之所以具有非凡的创造性,就是因为这个名字不仅含纳了包括风俗在内的丰富的内容,而且直接体

现了鲁迅这篇小说创作的主旨。这正是鲁迅杰出的修辞智慧在取名上的充分体现,他采用语音修辞学

的“谐音”技巧为自己小说的主要人物命名,不仅使这一人名具有了浓厚的地域色彩,也使自己创作小说

的主旨通过这一似乎不起眼的人名获得了以一斑而窥全豹的思想效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将一般

的修辞技巧的功能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将普通的语言符号———阿Quei艺术化了,将艺术形式的

因素———语音思想化了,形成了发人之未发,用人之未用的具有艺术独创性的审美效果。

三、具有掌故色彩人名的写实与反讽的修辞性

越地绍兴乃人杰地灵之处,有很多闻名遐迩的历史掌故,如大禹治水的掌故,越王“卧薪尝胆”的掌故,
美女西施的掌故等等。鲁迅小说中有些人名就直接出自这些历史掌故,《故乡》中的“豆腐西施”可为代表。

说到这个人物,学界同仁所关注的多是这一人物的属性和性格等内容问题,鲜有人关注这样一个问

题,即,鲁迅为什么给这一人物取这样一个名字? 更没有人对鲁迅为这一人物取名的匠心以及这一人名

修辞的功能和意义等艺术性问题展开研究。事实上,“豆腐西施”这一人物的典型性等问题固然值得探

讨,但这一人物别具一格的名字也同样值得探讨,因为,这一人名不仅具有标示其职业并进而反映其性

格的功能,而且凝聚了浓厚的绍兴文化色彩;它不仅具有表现鲁迅对故乡的历史、现实以及故乡人的复

杂情感倾向和同样复杂的理性判断的功能,而且以小见大地体现了鲁迅运用反讽修辞的非凡能力。
“豆腐西施”这一人名,从词语的形态看,是由两个词语组成的人名,这两个词语分别指称人物的两

个方面:“豆腐”是人物职业的代名词,其意是指“卖豆腐的人”;而“西施”则是人物外在与某种内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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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女吊》,第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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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辞性指称。前者的指称,具有较为明显的写实性,它标示的是人物在现实社会中的谋生手段和社会

职业;后者,则具有借代的修辞性,意指人物“像什么”。前者具有直接反映人物性格特征的艺术功能和

反映越地民风民俗的文化功能;后者则在反映鲁迅的情感倾向和娴熟运用反讽修辞技巧能力的同时,也
反映了越地掌故文化的魅力。两者合一,则综合地体现了鲁迅为人物命名的艺术匠心。

“豆腐西施”这一人物的性格特点概括起来说是精明而势利,这种性格特征正是一般小商人共有的

特征,具有代表性;当然,作为一个卖豆腐的小商人,“豆腐西施”的精明和势利又是充分个性化的,如,为
了达到从“我”这里得到好处的目的,她一进门就主动而热情地与“我”套近乎,正显示了她特有的精明;
但当她发现我竟然完全忘却了她后又马上“显出鄙夷的神色”等,正是这一人物十分个性化的势利性格

的表现。所以说,鲁迅在小说中用“豆腐”(即卖豆腐的人)来称谓人物,不仅使这一人名具有了表明人物

职业身份的作用,也具有了揭示与人物的职业相关的性格的规定性的功能。同时,豆腐作为绍兴人喜爱

的一种食物,是绍兴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油豆腐”就是绍兴的一道最普通和常见的地方菜,所以,
在绍兴,吃豆腐是绍兴的一种饮食文化。按照市场经济学的原理:有消费和需求,就自然有生产和销售。
正因为绍兴人爱吃油豆腐,所以,从事豆腐的生产和销售,也就当然地成为了绍兴人的一种职业,不仅成

为了一种职业,而且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还逐步地成为了具有绍兴地区特色的物质生产文化和商业文

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鲁迅用“豆腐”来为人物命名,指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有个性特征的典型人物,而且

也直接地反映了绍兴地区的生产与生活内容以及与这些内容相关的绍兴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特色,从
而使小说的“故乡”色彩在这样一个似乎不太起眼的方面也机智地得到了体现。

西施作为越地历史上的美女,不仅因其倾城羞花之貌为人艳羡,更因其“柔肩担道义”的行为而受人

敬爱,她的事迹的广为流传所形成的知名度,也在客观上使她的名字成为了具有修辞功能的名词,在人

们的日常交流和文学作品中,这一“名词”常常用来指称那些与西施一样,不仅有姣好、美丽的外貌,而且

有善良、义勇品性的女子,其价值取向多为赞美。但是,与我们日常交流中用西施来称谓美女的习惯相

左,鲁迅在《故乡》中用这一人名来称谓自己所创造的这个人物,却恰恰没有按照这一“名词”应有的修辞

规范来使用,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地刻画了一个样子像“圆规”(外貌不美),德性充满小市民习气(内心

也不善)的人物。鲁迅如此地使用西施这一人名的修辞性功能,我们当然不能,也无法从“西施”这一人

名应有的修辞性来解读,而应该从更为复杂的内容和目的来解读。从这一人名构成的艺术手法来看,如
果说,“豆腐”采用的是写实的手法的话,那么,“西施”则完全没有写实性,而是一种语言艺术变异的产

物,所采用的修辞手法是反讽。从功能的角度看,如果说,“豆腐”的写实性具有标明人物的职业及其性

格特征的功能的话,那么,“西施”的反讽性,则具有表达鲁迅的情感倾向的功能,它们功能不同,各司其

职,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显示了鲁迅塑造这一人物的艺术意图和思想、情感倾向。
写实与反讽作为两种规范、功能都不相同的艺术手法,它们是既对立又有联系的,就“豆腐西施”这

一人名的“名”与“实”的关系来看,“豆腐”如实地表明了人物的职业和性格特征,具有名与实对应的一致

性;而用反讽的手法描写的“西施”的外在特征与内在心理却与具有修辞功能的“西施”的应有之意相反,
完全是“名不副实”,这正是两种修辞手法不同的规范所导致的名与实的不同与对立性。就联系来看,
“西施”所指的落空与反讽形成的基础,则恰恰正是建立在关于“豆腐”的言语行为的如实描写之上的,正
是有了关于“豆腐”像个圆规的外在特征和小商人、小市民习气浓厚的言语行为的精细描写,才为反讽的

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文本内部的语境,鲁迅对这一人物否定的思想倾向也才有了按图索骥的线索,也才

最终形成了反讽性的艺术效果,这正是“豆腐西施”这一人名中两个词语及其所指的联系性之所在,而这

种联系性所凸显出来的正是鲁迅对故乡文化的复杂情感和态度。
毫无疑问,鲁迅对民众身上沾染的故乡的劣性文化气是深恶痛绝的,他在《故乡》中对豆腐西施这个

人物身上的“豆腐”气的刻画就已经表明了他的这种情感和理智的倾向,但对故乡的优良文化传统,鲁迅

却是赞赏的,如辛劳治水的大禹、卧薪尝胆的勾践等,但对同为越地美好人物且与“卧薪尝胆”的优良文

化传统相关的人物西施,鲁迅的态度却是复杂的。鲁迅曾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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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①鲁迅这里说的“西施沼吴”,就是

“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的掌故。在这个掌故中西施不仅被当作美丽女性的代名词,而且也似乎成为了越

王勾践报仇雪耻的功臣。而鲁迅却说他“不相信”,他不仅不相信西施有这样的力量和伟业,而且也完全

否定了“西施沼吴”这一掌故中对西施忍辱负重行为的赞美。从这方面看,鲁迅对西施的态度的确复杂,
其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反潮流”倾向,但,这种复杂不是无缘无故的,其“反潮流”也并非意气用事。

鲁迅之所以“不相信”“西施”能够帮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是因为他认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

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②,也就是说,在理智的层面,鲁迅清醒地认识到了故乡掌故中对西施帮助越王勾

践向吴国雪耻的赞美甚至拔高的“反历史”的性质。按鲁迅的历史观来看,中国的社会是男权社会,女子

只是附庸,作为统治者的男人是绝对不会给予女子以权力的,历史的事实也的确是如此。而绍兴的掌故

中对西施的赞美甚至拔高,不仅无视历史的事实,而且也与鲁迅所保有的历史观相乖,所以,鲁迅“不相

信”“西施沼吴”的态度,不仅体现了鲁迅一贯的独立特行的思想本性,而且体现了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深

刻洞悉。但另一方面,在情感的层面,鲁迅对像西施一样的女子们又是同情的,甚至为她们常常被男子

当作推卸责任的对象而愤愤不平,他曾断然地说:“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作者,大
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③由此,我认为,鲁迅借用“西施”
来给一个市民习气很重的人物命名,不仅表现了他对掌故中所包含的故乡文化的复杂情感,而且也表明

了他对现实中女人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不相信在男权社会里像“西施”这样的女人有什么大的力量,
但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这个“西施”的精明、势利所显示的“力量”,又以无法回避的事实,颠覆了鲁迅“一
向不相信”的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有力量的观念,而现实中这个“西施”为得到“好处”所显示的能量,又
并不是什么“正能量”,而恰恰是小市民气漫溢的消极负能量,是让鲁迅深恶痛绝的负能量,这又在现实

性上消解了鲁迅对像西施一样的女人曾经葆有的同情心。所以,对现实中的这个“西施”,除了用文字进

行讽刺批判之外,似乎别无他法。于是,小说改造国民性的题旨也就这样地被导引出来了。

鲁迅小说中的数字、拟音以及掌故色彩的风俗化人名兼具写实与反讽的功用,从“音”、“形”和“意”三
个方面融汇绍兴本土风俗,又以“反常”的方式,产生意味深长的修辞效果,彰显了鲁迅小说的个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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